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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史学客观性包括认识与文本两个方面。“客观性”在本体层面上隐含“主客二分”的
意味，但无论是在本体还是认知意义上，主客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宏观历史认识与
叙述层面上，史学客观性是由学术共同体多数共识所确认的关于历史理解与叙述的合理性，这一
合理性有其客观史实基础。史学虽不具有自然科学建立在主客当下直接对接基础上的坚实客观
性，但关于史学客观性的怀疑主义和相对论质疑最终是不成立的。客观性是史学合理性的必要而
非充分条件，在客观性之外，史学合理性尚有深刻性、创造性及丰富性等合理性要求，并且，“好的
主观性”(利科)本身即是史学合理性的内在要求。因此，客观性对史学来说并非无条件可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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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是与历史解释问题并列的分析 －批判的历史哲学的两大核心议题。在
史学文本意识自海登·怀特以来全面苏醒的今天，思想之外语言文本的客观性亦成题中应有之义，
二者共同构成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客观性中相互关联的内容。哲学工作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
概念打交道，在客观性问题上，“主客二分”既在概念上构成客观性问题成立的前提，又是论证客观
性是否可能必须正视的理论挑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与对史学客观性所涉及的具体问题的分析结
合起来，构成关于史学客观性可能性的哲学论证。在史学特定客观性证成(justification)的基础上，
客观性作为史学学术追求的理论限度，其可欲性是史学客观性研究中相反相成的另一侧面。
一、“史学客观性”概念辨析
“客观性”系英文“Objectivity”的中文译名，由构词可知，其词干为“Object”，追根溯源，客观性
乃来自作为“对象”的“客体”而与“Subject”(主体)、“Subjectivity”(主体性 /主观性)相对应，在此，
本体层面上第一义的 Objectivity只属于客体而与作为主体的人类无涉。进而，在认识层面上，本体
上同出于人类主体的东西却进而区分出主观(性)或客观(性)的，导致这一区分的根本原因，是同
属人类甚至同一个体的信念及行为在实践中存在的是非、成败之别，而导致这一差别的决定性因素
被认为不在主体内部而在客体，或者说在主体对客体的正确关系，是为由本体上的客体引申出的关
于认识正确性理论解释的认识客观性。上述“Objectivity”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两个维度在翻译上分
别可以标示为主体 /客体和主观性 /客观性。
就其现实根源而论，主客之分无非是人自混沌初开后的物 －我及人 －我两分的直觉反映，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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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视觉上“一目了然”，在身体层面上亦“一体分明”。问题是，这种质朴直觉在理论上被抽象和
引申为人作为意识主体与独立于意识之外的物质的关系，进而引出了二者之间关系的复杂问题。
主客分立的事实使得客观性成为必要，而理论中“主客二分”(Subject － Object Dichotomy)的二元论
观点将主客之分绝对化为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而在根本上取消了客观性的可能性。这是“客观性”
概念的探讨必须面对的内在问题。
物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具有物 －我及自我内部灵 －肉两个方面，主客二分之为二元论是将主
客分立事实推向主客割裂的特定理论立场，康德与笛卡尔分别代表了两个层面的二元论。导致这
一割裂根本的理论肇因，是将主体与客体分别理解和界定为物质、意识，从而引发两种异质实体如
何弥合的问题。而在康德那里，主客关系还具有(宇宙)无限性与(人类及其认知能力)有限性矛盾
的维度。
物质与意识从质料的观点看的确是异质性的存在①，彼此之间不可通约。物质是无明的喑哑
物，反之，认识与语言则无物理实在性:心里想到和语言中的“一百元钱”与攥在手里实在的货币是
两回事;同理，人们在艺术上疑惑“情感怎么会进入物理事物之中”。问题是，人并非单纯的意识存
在(缸中之脑) ，作为生命体人本身即自然的产物，且集灵、肉于一身。因此，在实践层面，主客壁垒
的打破或主客统一可以在物质“力”的层面上实现。更重要的是，人与自然主客关系最独特和最本
质的层次不在物质上而在精神中。作为“logos”(理性与言说)的存在者，人对世界的认识关系并非
动物基于生物本能的条件反射所能比拟。认识的根本在语言，语言的根本是意义，在语言所蕴含的
意义层面上，物质对意识来说并无“不可入”性，人与世界在意义空间中“一气贯通”，在中国哲学
“气”的范畴下，此正所谓“万物一体”，天地一气，身心不二，天人合一。②
在形式即意义而非质料的层面上，“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诚如古德曼(Nelson Good-
man)所说，“也许有脱离世界的语言，但却不可能有脱离语言或其他符号的世界。”［1］离开语言(性
的理解) ，物并不“是”。“在没有语言的地方，比如，在石头、植物和动物的存在中，便没有存在者的
任何敞开性。”［2］因为，“在语词之外并没有一个已经切分好了的现实”等着我们去指认，“世界是按
照我们划分它的方式而划分的，而我们把事物划分开的主要方式是语言。”［3］因此，在意义生成与
显现的维度上，“世界就是语言地组织起来的经验与之相关的整体”，［4］这从根本上保证了人的认
识通达客观事物本质的可能性，也是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先于和超越“认识论”的“现象
学”和“解释学”给我们的理论启示。按古德曼的概括，当代哲学对康德的发展，即从“心灵的结构”
推进到“语言”或“符号系统的结构”。［5］
以上分析表明，主体与客体的相对区分并不逻辑地蕴涵主客二分的绝对主义二元论结论。事
实上，“客观性”概念本身蕴涵主客统一的含义，用黑格尔的话说:“客观性是指思想所把握的事物
自身。”［6］以客观性标示主客统一代表客体中心的观念，其重要理由之一，是主观的东西似乎总是
各有不同的，而客观者则稳定齐一，可以作为普遍一致性的基础，它可以解释为何所有的研究者最
终注定在认识上殊途同归的一致性(皮尔士)。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主观性是在个体主体(私人
性)的意义上说的，如果将人类整体视为一个主体，客观性即人类公共性。
“客观性”概念的明晰为我们讨论史学客观性提供了基本理路。通常关于史学客观性的理解
大体包含以下正反两面的观点:其一，在客观性的反面即主观性的意义上，客观性意味着史家认识
态度上主观偏见的消除即无偏私性;其二，史学客观性可以一般表述为真理性。史家主观性从语义
上说是客观性的反面，史家偏私之为主观性，诚然是与认识客观性不相容的。但在理论分析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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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指出，康德哲学“第一，意识到思维是与客观性相反对的规定性;第二，意识到思维是有限性，是借
有限的规定进行思考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年，第 255 页。
具体论述参见陈立胜:《王阳明“万物一体”论:从身 －体的立场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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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客观性是结果概念而非动机概念，后者是为前者服务并且最终须体现在前者中的，因而可以被
“收敛”进前者中。反对主观性意义上的客观性表示对人类认识外部约束的承认，“对客观性的赞
成是诚实的智力活动的一般标志。”［7］但在此有必要区分利科所谓“坏的主观性”与“好的主观
性”。［8］因此，对客观性的强调并不等于主张认识客观性是由独立于主体的客体(单独)决定的消极
观点，事实上，认识客观性恰恰是由认识主体提出的思想要求，在此，客观性并不蕴涵以客体为摹本
亦步亦趋的“镜式”表象反映观。有人说，“艺术不是现实世界的摹本，烦人的东西一个就够了”，［9］
其实认识又何尝不是这样。
不但如此，作为关于人(既往人类)且为了人(当代及后代读者与实践者)的学问，史学的人文
性决定了“史学的主体性品格乃其客观性的内在维度”。［10］在此，史学客观性并不排斥主观价值判
断，或曰“客观性不等于中立性”。丧失主体性的客观主义(Objectivism)恰恰是本质不真实从而与
客观性背道而驰的。
作为认识正确性或真理性的客观性，用兰克的话说就是对客观历史实在“似其所是”①(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 as it actually happened)的描述。抽象说来，这虽然是合乎直觉的一种理解，但其
中所蕴含的视觉中心的“镜式”隐喻对“上帝之眼”超然及总观视野的要求难以满足，其面临的问题
和真理“符合论”如出一辙。尤其是史学的对象不仅是当下不复存在的“过去”(the past) ，且在宏
观层面上历史运动乃至历史整体并不像自然界中山石鸟兽那样具有特定直观形象的物理存在，这
使得以主客对照为原型的“似其所是”客观性成为无以兑现的理论支票。实际上，自然科学认识亦
不是以关于事物“如其所是”的再造为目标，而是如实用主义所说以与自然对话的有效性为效准，
在此，认识与对象的关系应该是“切中”(要害)而非“模拟”。
如果说自然科学客观性及其说服力最终“兑现”为实践(验)有效性(成功) ，对于像史学这样
非实践取向的学科来说，其客观性的实质含义则是认识及叙述的可靠性和可信性，而这进一步又落
实为史学共同体观点的一致性。有必要指出的是，客观性与真实性在概念上仍可有一间之隔，局部
上的客观性可能在以偏概全的意义上仍然有违真实。不过，全面与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相对性
的概念，因此，本文不拟在客观与真实间划出绝对的界限。此外，在真实与事实的关系上，真实固然
以事实为经验基础，但却可以在超越事实的本质意义上言说，就此而论，“真”(理)而“未必实”，正
如“虚”却“未必假”。②
二、关于史学客观性问题的具体分析
在概念层面“客观性”明晰的前提下，可以对史学客观性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史实层面，历
史(考古)认识与科学认识可以说处于同一客观性水平，差异主要表现在史实记述中史学文本层次
上宏观历史构图(叙述)、关于历史事件、时期特定形相的理论解释乃至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独有的
价值评价方面。应该承认，史实不仅本身构成史学探究的基础，并且，在理论解释中亦扮演重要角
色。史学家在解释历史时，“往往更像是在所需要解释的事实周围积聚其他事实，以使后者的光芒
逐渐照亮前者。最后史学家就会感到，他所关注的主要事实变得可以理解了。”［11］当然，与此同时
也要看到甚至强调的是，史料不能包打天下，史学在史料之上毕竟另有目标与境界。
在思维层面上，历史认识客观性所面对的挑战主要是怀疑论与相对主义。如丹图(Arthur 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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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其所是”不等于存在意义上的“是(being)其所是”，而是认知和文本意义上的“似其所是”或“像其所
似”。思想与语言本身并不造就实在。
关于这一论点，可参见周建漳:《虚实与真假之间:由史学与文学的关系说起》，《学术研究》2009 年第 3 期。
日前翻检书籍时不意发现此义早经钱钟书先生揭出:“盖文辞有虚而非伪，诚而不实者。”语见氏著《管锥编》，北
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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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所说，“这不是对历史学家的能力和正直表示怀疑”，［12］而是关于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否能够提
供关于过去客观真实认知的原则性质疑。怀疑论有内外两个来源。史学在十七八世纪遭遇怀疑论
挑战的外部缘由是自然科学凯歌行进下史学科学化与专业化压力所致。在理论内部的逻辑上，怀
疑论者的主要观点是，人类的过去依其定义即已流逝不再(不在场) ，从而不可能成为我们直接观
察的对象，现有的文献或史料遗存又势必是残缺不全的，因此，我们据此无法建构关于过去的可靠
图景。这种观点貌似击中了史学研究的软肋，实际上言不及义。
如果以完全性为客观性的要求，不但史学，人类的任何知识都注定是不完美的，因此，关于史学
客观性的这种“求全责备”是误导性的无的放矢。过去的不可直接观察性固然是史学区别于其他
学科的特异之处，但这同样不构成质疑史学认识及其客观性的正当理由。丹图说得好，对象的直接
不在场诚然“是史学所面对的遗憾”，但却未必是“史学自身的缺点”，反而是史学存在的理由:“正
是因为我们没有直接通达过去的管道，我们创造了史学。”正如“疾病不是医学上的憾事”而是“医
学存在的理由”。［13］如果我们不能以无法让人长生不老质疑医学的价值(在和平年代，医院甚至是
死人最多的地方) ，那么，无法直接通达过去同样不足以成为否定史存在的理由。
不过，史学的主要对象非当下直接经验存在，而是文献的确对历史认识产生了如下的影响:原
本三维空间中的既往人类行为及其结果在文献中化为二维封闭的存在，后者不但在丰富性上大打
折扣，更重要的是在根本上限制了我们探索的视野。举例来说，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和行为，我们
原则上可以一再发掘出新的前所不知的东西，但对于已化为纸面上的语言记载，除了文本已经告诉
我们的东西之外，我们没有办法走进语言平面的背后或侧面做进一步的观察。这就像现实中我们
看到一个人的背影时可以走到他前面看到其正面，而历史记载中人物的背影是没有正面的，对于二
维存在而言，也不存在可以绕入另一面的空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新的文献尤其是出土文物，是
历史学家提供了突破二维平面一窥三维历史面目的难得机遇。史学对象的文本性一方面将过去固
定下来不再生变，另一方面却又限制了像对待现实事物那样不断探索的可能性。一利一弊，但终究
只是制约却并未在根本上阻绝我们探究过去的可能性。
相对主义是怀疑主义的一种形式。德国神学家谢拉德纽斯(J． M． Chladenius)于 18 世纪早期
将“视角”(perspective)或“观点”(point of view)概念作为史学的一个要素提出时并未将之视为历
史认识的严重障碍，只是在现代知识社会学意识兴趣的背影下，历史学家总是处在特定时代环境中
才被看作对其把握特定历史的原貌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14］一般而言，认识视角并不必然构成
认识事物的障碍，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所有认识都不是内格尔(Thomas Nagel)所谓的“无境之识”
(the view from nowhere) ，而是“有境之知”(the view from somewhere)。区别在于，实证科学中存在
着整合不同视界的可能性，例如，为了在图纸上准确反映一个部件的全貌，机械制图常常采用正面、
顶面和侧面“三视图”的办法，三者结合起来构成对该部件结构的整体表达。然而，在史学中，不同
视角并非单纯空间性的隐喻，还涉及诸如不同价值、不同社会身份等多元质性差异，其异质性导致
我们无法像在机械制图中那样将各个剖面整合成特定物体的统一立体图像。具体说，在史实无分
歧前提下宏观史学叙述与解释却可能各执一词，陷入诸如量子力学波粒二像性或万花筒每转动一
个角度就呈现不同的图样，并不存在统一视角的境地。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不同视角未必是相互否
定而可能是互补的———虽然它未能在逻辑上整合为一，因此，单一历史构图的缺失并不足以成为诟
病史学的充分理由。因为，历史本来就不是单纯的空间现象，而是本质上时间维度的动态存在，只
要时间没有结束，历史就始终处于变动中。在历史主义的视野下，史学关于历史的描述与理解不可
能以任一时空视野为单一参照，而是在不同时代及复数读者的多元视角下“层累”地生成的，这恰
恰是史学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所在。
在史学实践层面上，历史学家间除史实之外处处可见的认识与叙述分歧是直接引发关于史学
客观性质疑的现实原因。如果说基于实践基础上的“强制真理性”，自然科学客观性表现为认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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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争议的充分一致性，史学客观性则只具有多数接受的弱一致性，正如利科(Paul Ｒicoeur)所说，
乃“与其他学科相比不完全的客观性”。［15］这是与我们在日常事务、新闻乃至法律方面认识一致性
类似水平的客观性。在这一语境下，“客观性意味着其他人———也就是说，理性的人们———会接受
的。”［16］
在超史实的宏观层面上史学内部的观点分歧属于罗尔斯所谓“合理的分歧”，即排除了利益趋
动、逻辑错误、信息缺乏以及合作意愿缺乏等一系列利科所谓“坏的主观性”之后，社会认知与行动
中彼此冲突的双方“尽管思考和行动足够合理也会产生并持续下去的分歧”。［17］导致这一差异的根
本原因表面看来是缺乏实证的经验条件，但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实在于实践检验之单一参照逻辑前
提①的缺失。由于人文社会研究在目标参照上价值的合理多元性，关于相关问题排他的唯一标准
答案既不可能，亦不可欲。这种合理的认知分歧导致的“判断的负担”，依托马斯·内格尔(Tomas
Nagel)的说法，是“由价值的不完整性与决定的单一性之间的不一致所造成的问题”，［18］因此既是
合理的，也是无可消除的。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一致性是皮尔士所谓严肃的研究者最终殊途同归的
客观结果。但另一方面，逻辑上干净利落、黑白分明的理论观点的存在———这是达成认识一致性的
充分条件，实质上是对原本五彩缤纷的复杂现实进行理论抽象的结果，其逻辑前提是前文我们提到
的“单一参照系”的确立。这在令认识结果具有确定性的同时蕴含着内在的片面性，因而并不具有
无条件的合理性。
最后但并非无关紧要的是，史学“叙述转向”在原本认识与对象二者关系中加上了一个“不透
明”的语言文本层次，这在史学客观性的思考上增加了新的维度。泛泛观之，语言站在主观、意识
一边，文本凸显了史学在认识之外的另一重主观(体)性因素。尤其是考虑到作为“叙述转向”先驱
和领军人物的海登·怀特大力强调史学文本在叙事结构、类型、手法上与文学文本的内在同一性，
所谓“作为文学作品的史学文本”，［19］似乎为史学客观性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这种看法其实是受到
传统的史实文虚观念影响的皮相之论。在这方面，当代美国著名史学家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
vis)的史学实践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作为历史学家，她本人不惮参与《马丁·盖尔
归来》同名电影的拍摄，因为，其史著本身就非传统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式的描述之作，而
是在史料不存背景下勇于发挥合理想象弥补不足，给出关于特定历史事件合乎情理，即与既有史料
不矛盾又跟作品涉及的 16 世纪法国农民的感情与反应相吻合的史学叙述。这一“将一个传说转
化为历史”的杰出工作，将史学的视野拓展到前此人迹罕至的古人情感与心灵的世界，在增进我们
关于历史的切实理解方面与传统上那些“板上钉钉”的古典文本比可以说各擅胜场，毫不逊色。正
如怀特所言，史学中类文学叙述的方面“并不等于把历史编纂学贬低到意识形态或宣传的地位
上”。［20］其实，文学并不像我们通常以为的那么假，正如史学文本也不像传统上以为的那样是纯粹
的史实记述。
如果说怀特在史学文本与历史关系上无论如何的确表现出非实在论的倾向，那么，与他由文学
理论反观史学理论的取径不同，当代历史哲学叙述主义阵营另一大将安柯斯密特(Frank Ank-
ersmit)则在哲学语义学立场上试图回答史学文本对历史实在的关系问题。其基本立场十分鲜明:
史学叙述文本乃是时空中一逝不返的过去的重新在场(Ｒe-presentation) ，即“表现”(representa-
tion) !② 在贡布里希、古德曼和丹图一系的理论脉络中，“表现”不是通常理解的“表象”，而是现象
学意义上“代表”(representative)存在“出场”(present)的“替身”，就像在政治场域中人民并不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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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证，参见周建漳:《民主的意思:从社会认知的角度看》，《山东大学学报》2006 年第
3 期。
安柯斯密特本人所发表的论著中“历史表现”作为中心词的即有两本:《历史表现》和《历史表现中的意义、
真理和指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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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场，代表人民发声的是议员。在文本整体层面上，史学与历史实在的关系虽不是简单的“指称”
关系，但却是“关于”历史而非无的放矢的自说自话。在此，事实对表现的约束依然存在。在古德
曼所谓“没有脱离语言的世界”的意义上，既往历史借今日史学文本“再生”“还魂”，在此，传统认
识论视野上的主客二分并不存在，毋宁说是融为一体或者说主客统一的。“表现占据被表现者的
位置，并且因而与被表现者具有同等的本体论地位。”［21］在“历史表现”概念中，客观性这一传统认
识论概念以本体论的方式被消解，或者也可以说从根本上获得保证。顺便指出，即便是在言说视野
内，语言其实亦是较意识更具客观性、更少个体性的，维特根斯坦关于“私人语言”的著名论证其实
就表明了这一点。
三、史学客观性的可欲性与局限性
以上论述表明，在史学客观性问题上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最终我们有理由“期待
关于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探究享有客观性的尊荣”，一种虽然“不同于物理学、生物学”但“适合于
其自身的特定客观性”。［22］然而，客观性是否可能是一回事，其是否构成思想(认识、文本)合理性
唯一可欲目标，以及客观性与思想其他合理性要求如深刻性、创造性、简约性及融贯性的张力关系，
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在某种质朴认识论观念中，认识的最高目标是“似其所是”地反映客观对象，因此，客观性代表
了全部的合理性。然而，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以偏概全。我们对客观世界的探索固然以客观性为必
要条件，虚假的理论再美妙也是没有价值的。然而，客观性并非思想合理性的充分条件，更非唯一
可欲的，理论上也很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意义上的深刻性和创造性。就史学而言，如果片面强调客
观，则思想势必趋于保守，埋首史料成为客观性追求的不二之选。事实上，在史学职业化背景与专
业化诱惑下，普通历史学家纷纷埋首于故纸或故土，以求在狭隘的研究领域里确立一己权威地位成
为学术常态。在此，客观性与理论的深刻性及思想的创造性是存在张力关系的，客观然而平庸，见
解不凡却不无主观色彩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我们在坚持客观性的同时还应在客观与深刻、充分挖
掘和掌握材料与发挥思想想象力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从而达到可靠性与启发性的辩证统一。
针对史学之为人文社会学说的特点，客观性不但须与深刻性、创造性相平衡，更根本而重要的
是，客观性本身须与主体(观)性相平衡。问题不只是史学能否达到高度的客观性，而是满足“对这
种研究方式来说本质性的要求”，［23］为此我们需要“褒扬主体性”。［24］很简单，一种关于人类的言说
如果跟关于自然事物的言说一样“目中无人”，其不合理是一目了然的。
关于史学主体性一般强调的都是历史与史家不可或缺的价值维度，本文感兴趣的则是由历史
当事者与后代历史叙述者的特定角度凸显出来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张力。对历史当事者而言，所发
生的事情也许与其生命血肉休戚相关，因而不可避免特定的个体情感投入与反应，而对于时过境迁
的旁观者和叙述者而言，隔开时空距离，往往倾向于对史实做客观、理性的梳理和论断。以大屠杀
为例，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历史记忆具有不同于客观事实报导和讲述的“见证”意义:“在此，记忆
被唤起在根本上是为了向另一个人倾诉，让听众印象深刻，对公众(重点号原文所有)呼吁……见
证因而不单单是叙述，而是将自己交付出去，将叙述托付于别人。”在这类创伤记忆中，相关经验是
如此可怕以至于无以言表。有人引述一个集中营生还老妪的“见证”:“过去一个炫惑刺眼的时刻
带着流星般的喷射速度从墓地般喑哑景象的尘封死寂上卷过，令其爆裂为声与色的喷涌。”［25］这种
超常艺术式的经验显然不是关于特定事件的客观史学展现，但却具有血肉般的真实，正如海德格尔
所说:“历史学精神科学的非精确性并不是缺憾”，“恰恰为了保持严格性才必然成为非精确的科
学”。［26］而任何缺乏此种历史实感的关于大屠杀的史学文本，即使再客观、精确，都不足以成为真正
的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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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历史评价的角度看，历史灾难的受害者对于“始作俑者”的义愤以及要求公道的正义诉
求，显然不可以“历史进程的难免代价”这样的话语简单打发，即便我们知道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
而不是托辞。① 对于受害者来说，这与其说是理性的冷静不如说是人性的冷漠。在当事者记忆与
事后叙述、经验与理性折射出史学特定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维度，在此，不存在二者“择其一而从之”
的可能性，重要的是在主体性与客观性间保持辩证平衡。
作为对任何学术来说都不可或缺的理论要求，客观性一方面满足我们关于认知可靠性的要求，
更重要的，它是令理论分歧、学术争论最终可以收敛为一的认知规范。然而，一致性固然为正常学
术所必须，但对它的过度追求同时意味着保守与停滞，对学术创新是不利的。就史学学科而论，客
观性代表科学性诉求或者说其“非人”即独立于人的维度，而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特性，就在
于其内在的人文性维度。作为研究 －书写主体的史家与其研究 －书写对象同为人类主体，这一方
面使得史家对特定历史情境与人物“设身处地”的想象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价值层面上也要求史
家对其言说对象必须有“同情(当然不是一概认同)的理解”，这是史家对历史同时也是对未来所负
的“为生民立命”的道义债务。史学人文性最杰出的学术形态是中外思想史上“文史不分”的悠远
传统，这在《史记》及《中世纪的黄昏》(赫伊津哈)等中外大批史学经典中得到典范性的表现。如
果说近代以降史学职业化写作的科学性诉求在人类经验层面上“无力实现与过去的‘本真’直接接
触”，［27］反之，舍科学化的人文化则有将史学与文学混为一谈之虞。如何在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平
衡，有待历史学家在史学实践中加以探索。理想状态下，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应该体现在每个历
史学家的研究与写作中，但在现实层面上，二者之间的微妙平衡未必都是在史家个体层面上实现
的，它可以并更可能是在史学整体实践中达成的。也就是说，有的史家著述具有更突出的人文性，
而有的史家更追求科学性，分而言之，“道不同不相为谋”，合而观之，“道并行而不悖”。在史家“百
家争鸣”的追求中，史学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维度恰恰得以呈现，当然，这时实际上已
经超出作者进入读者(包括同行) ，甚至超出专业史学进入“公众史学”的层面。史学客观性最终是
在学术共同体包括社会共同体层面读者的参与下共同建构的，这已经是解释学意义上“接受史学”
的另一篇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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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ity of History:Its Possibility and Desirability
ZHOU Jian-zhang，CHEN Chuan-li
(College of Humanitie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The issue of objectivity in historiography consists of two aspects，i． e． the objectivity of knowledge and text．
“Objectivity”assumes the separat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but there is actually no insurmountable obstacle as“Subject-
object Dichotomy”might imply． In grand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narrative dimensions，the objectivity of historiography is
justified by the rational consensuses among the majority of academic community on the acceptance of certain historical un-
derstanding and narration，which is finally based on the ground of historical data． Though history cannot reach the robust
objectivity as nature sciences do on the basis of direct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scientist as the subject and nature phe-
nomenon as its objects，the susceptive and relativist attacks on the objectivity of historiography are ultimately implausible．
Furthermore，objectivity is the necessary but in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the rationality of history as a discipline，beyond
which，there are still other requirement for history to be an academic study such as in-depth，creativity and richness，etc．
And“the god subjectivity”(Paul Ｒicoeur)is itself the inner requirement for the rationality of history;thus，objectivity is
not desirable without condition for historiography．
Keywords:the objectivity of historiography，reliability，desi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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